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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乔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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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聊城质量发展研究中心，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基于 2008—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考察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计

量模型，并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时序变

化整体呈现小幅震荡态势，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效应，

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

的提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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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初步核算，2019年经济总量接近 100万亿元，GDP同比增长 6.1%，人均 GDP也在

不断提高。在创新引领、生态文明、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这

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多年来中国经济粗放式高速增长、GDP锦标赛的传统思维状态，致使出现了诸如资源要素依赖和环

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2018年环境绩效指数报告》认为中国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4个国家之一，仅仅略好于尼泊

尔、印度和孟加拉国 3个严重污染的国家。《中国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研究报告 2018》核算中国 2015年 GDP为 72.3万亿元，

生态破坏成本为 0.63 万亿元，污染损失成本为 2 万亿元，生态系统生态调节服务费用为 53.1 万亿元。此外，空气、水资源和

土地等生活、生产要素不断被污染，也给国民经济生产、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良的影响。 

那么，当前采取人口密集地污染企业外迁、关停中小型污染企业、缩减化石能源使用等为目的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抑制

局部地区污染物排放，却势必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能否实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双赢?这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

的问题。最早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 Grossman & Krueger[1]，他们用人均收入变化的三类效应来解释库兹涅茨曲线

的出现。“波特假说”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经济增长[2-5]。“遵循

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会造成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并对“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抑制经济增长[6-7]。对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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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其他与监管设计有关的人来说，要正确理解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影响[8]。 

然而，经济系统是若干经济元素结合成的，各元素并非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有机整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

调，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诸多学者研究

了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黄清煌和高明[9]认为，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

结构。金刚和沈坤荣[10]构建 SLX 模型从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视角将“波特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嫁接起来研究了环境规

制对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史贝贝等[11]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阻碍区域 FDI 流入。傅京燕和吴丽敏[12]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

析进出口国环境规制对太阳能行业和风能行业出口深度和广度的影响。童健等[13]、杨喆等[14]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显著。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经济波动等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影响，如魏玮和刘婕[15]、李虹和邹

庆
[16]
。此外，环境规制也会影响城乡共享、区域共享等

[17]
。 

不难发现，前沿文献对环境与经济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多集中在研究环境与效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单

一影响关系，往往忽略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五大理念是一个彼此之间有联系、成结构的体系，除分别认识理解外，还要整体把握。

因此，针对如何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厚植中国经济发展优势，促进深度贯彻经济发展五大理念。本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拓展：(1)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五大理念，界定高质量发展内涵并构建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度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

数。(2)考虑到国民经济系统既反映内部若干经济元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时又会受到邻区影响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采用

莫兰指数检验经济高发展质量的空间相关性。(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每个发展理念，都对其他发展理念有渗透、有体现，都不会

孤立存在，考虑环境规制政策不能顾此失彼，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本文针对历史文献有待拓展的内容，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基础上，考察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关联性，探寻环

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外溢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环境规制建议。 

2 政策背景与模型构建 

2.1政策背景 

环境规制是指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制定实施各项政策与措施的行为。包括制定各种环境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与环境相关的

规章制度来制约、控制一系列经济活动，是政府规范和管理环境利用行为，对社会组成部分的经济社会行为进行约束，使其更

符合国家利益、公共目标和社会需求的行为。环境政策工具体系通常包括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和志愿行动型。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也在不断探索，本文根据环境规制发展特点大致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环境规制的起步

阶段(1949—1973年)、环境规制的初步发展阶段(1974—1991年)、环境规制的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和环境规制的创新

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环境政策的起步，经历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

理的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的初步发展。紧接着跨入 20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友好型战略。直至

发展到当前的环境政策工具创新发展阶段，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五大核心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构想。 

2.2模型设计 

在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过程中，关于截面单元间存在空间交互效应的理论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丰富，诸如溢出和集聚效应、

网络效应和邻地效应。空间交互效应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在空间单元之间的社会经济现象或者活动在空间上存在着相互影

响的认识与经验，源于群体中个体行为会被这个群体的普遍行为所影响。 

Elhorst[18]将空间交互效应从截面空间模型中拓展至面板空间模型中，设定的面板空间滞后模型(SAR)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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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ij代表空间权重矩阵；δ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δ替代为内生滞后项 WY的自回归系数；μi为空间特定效应哑变量，

空间特定效应分为随机形式 μi和固定形式两种，随机形式为一个独立并且服从 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与误差项 ξit

不相关；固定形式的哑变量μi为所有空间单元特定效应的常数。 

将外生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 WX引入静态面板空间滞后模型(SAR)中，拓展为静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SDM)： 

 

式中：λt 为传统时间序列模型中的时间特定效应哑变量；修正误差项中存在的空间交互影响，与固定特定效应一样可以分

为随机形式和固定形式两种，随机形式的 λt表示一个独立且服从 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与误差项 ξit不相关，固定

形式的哑变量λt表示所有空间单元特定效应的常数； 和μ为固定未知的参数向量，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Lesage & Pace[19]为了度量和检验空间溢出效应，从求解偏微分的角度去衡量一个区域的因变量 X发生变化的时候对周边区

域产生的平均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认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以通过总效应、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概念来表述，总效应

表示 X 对所有地区造成的平均影响，直接效应表示 X 对本地 Y 造成的平均影响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表示 X 对其他地区 Y 造成

的平均影响。ELhorst以不包含哑变量的λt和μi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作为起点，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

的大小与性质，重新改写的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因变量 Y关于自变量 X中第 k个变量的偏微分矩阵，通过整理得到如下表达式： 

 

式中：最右端矩阵对角线上元素的均值即为直接影响，而每列或每行中非对角元素之后的均值即为间接影响(溢出效应)。

在 SDM 模型中，第 k 个自变量产生的变化对因变量所导致的直接影响为 μk，将对相邻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均值定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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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也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QEGI)，采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度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ER)，运用各省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国民总产值之比衡量。 

控制变量的指标选取。参考相关理论以及文献，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规模(GOV)、人均水资源总量(WAT)、环境绿化(GRE)、

人口密度(HUM)和人口素质(EDU)。学者关于政府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众说不一，无论正相关、负相关还是非线性相关，

政府规模无疑都对经济发展存在影响，本文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选择政府规模为控制变量之一，用全年财政

支出占 GDP的比重来度量。依据不同标准，人口素质(EDU)度量分为以下三种方式：一是按不同受教育年限的人口占比分类[20]；

二是将人力资本结构用劳动者所拥有的技能进行分类
[21]
；三是利用受教育年限法计算地区人力资本

[22]
。目前的研究中，经常使

用“知识禀赋”“受教育程度”“在校人数”等来区分劳动者素质差异，本文采用每十万人口中高等院校在校人数来表示人口

素质的指标变量。环境绿化(GRE)，森林植被会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故本文采用城市绿

地面积占比来代表环境绿化率，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人均水资源总量(WAT)，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以及水资源

被污染，水资源日趋减少，不得不限制工业生产用水量，使生产发展受到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人均水资源总量来度量区域水资

源丰沛情况，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来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人口密度(HUM)，考虑人口密度会影响区域交通、资

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消费能力等，另外，人口密度也会给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劳动力、人才资源，所以选择区域人口密

度为控制变量之一，采用单位面积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数衡量。 

3 空间效应检验与结果评价 

3.1经济发展质量测度 

本文大量阅读经济发展的文献，基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和共享的五大理念，在分析大量经济

发展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咨询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构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5 个一级评价指

标，并分解为 31项二级评级指标的评级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

展质量

系统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创新

发展

B01 

RD经费投入、RD人员全时当量、技术效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 

协调

发展

B02 

城乡结构(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产业结构(工业化率、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投资

消费结构(投资率、消费率)、金融结构(贷款余额占比 GDP、存款余额占比 GDP)、增长波动(经济波动、消费

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 

绿色

发展

B03 

资源消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环境污染(单位产出三废排放)、环境保护(环保支出占比财政支出比重) 

开放

发展
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比 GDP)、外商投资(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比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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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共享

发展

B05 

城乡共享(城镇人居可支配收入比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数)、区域共享(各区域人均 GDP占比省均 GDP)、公共服务(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人均公路和

铁路里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考虑熵值法求取指标的权重完全由数据本身的关系决定，评价结果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本研究采用熵值法计算各评价指标

的权重，然后测度得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具体结果整理见表 2。经济区划分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 2005 年发表提

出的八大综合经济区 12。 

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均值仅为 0.379，尚存在较大改善空间。绝大多数省份均出现经济发展质量上升和下降

交替更迭的变化特征，只是上升和下降的幅度不尽相同。考察期内，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小幅震荡

态势，2008年、2012年和 2014年发展质量相对较好。究其原因可能是 2007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积极进展，初步形成了

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才形成了 2008年的良好态势，中国在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9%，经济增长速度拉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升。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从过快偏热趋向平稳，我国政府

开始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将电力、煤炭和石油化工等产业纳入循环经济体系之中，大力鼓励发展绿色经济，注重环境保护，才

有了 2012年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表 2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2008—2017年) 

省份 2008年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7年 均值 

北京 0.707 0.670 0.653 0.654 0.645 0.603 0.649 

上海 0.626 0.684 0.664 0.611 0.627 0.577 0.632 

浙江 0.541 0.510 0.550 0.523 0.534 0.498 0.524 

天津 0.538 0.512 0.537 0.537 0.521 0.461 0.519 

广东 0.497 0.487 0.535 0.517 0.500 0.503 0.506 

江苏 0.478 0.472 0.526 0.499 0.534 0.483 0.496 

福建 0.454 0.425 0.446 0.435 0.443 0.442 0.439 

辽宁 0.378 0.361 0.372 0.366 0.414 0.391 0.375 

黑龙江 0.396 0.362 0.366 0.399 0.357 0.350 0.374 

海南 0.372 0.329 0.370 0.370 0.397 0.375 0.372 

山东 0.375 0.339 0.393 0.367 0.372 0.364 0.367 

西藏 0.389 0.387 0.353 0.328 0.341 0.323 0.356 

河北 0.365 0.332 0.377 0.369 0.337 0.338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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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0.352 0.392 0.343 0.337 0.339 0.302 0.346 

吉林 0.372 0.336 0.349 0.335 0.324 0.316 0.341 

山西 0.350 0.314 0.364 0.365 0.318 0.336 0.341 

青海 0.349 0.336 0.360 0.317 0.330 0.363 0.338 

江西 0.347 0.307 0.355 0.317 0.331 0.335 0.332 

安徽 0.351 0.312 0.343 0.323 0.312 0.332 0.329 

宁夏 0.357 0.332 0.343 0.331 0.304 0.330 0.328 

重庆 0.318 0.283 0.324 0.334 0.360 0.348 0.324 

陕西 0.351 0.327 0.303 0.309 0.296 0.327 0.319 

内蒙古 0.318 0.316 0.322 0.329 0.307 0.325 0.318 

湖北 0.342 0.312 0.321 0.308 0.319 0.325 0.318 

河南 0.324 0.294 0.336 0.309 0.294 0.329 0.315 

湖南 0.314 0.285 0.332 0.303 0.301 0.328 0.309 

四川 0.305 0.265 0.318 0.317 0.302 0.322 0.302 

广西 0.295 0.277 0.314 0.299 0.268 0.316 0.300 

云南 0.326 0.288 0.306 0.279 0.269 0.316 0.295 

甘肃 0.332 0.277 0.289 0.251 0.264 0.308 0.285 

贵州 0.274 0.253 0.213 0.216 0.240 0.263 0.244 

东部沿海 0.548 0.555 0.580 0.545 0.565 0.519 0.551 

北部沿海 0.496 0.463 0.490 0.482 0.468 0.442 0.472 

南部沿海 0.441 0.414 0.450 0.441 0.447 0.440 0.439 

东北地区 0.382 0.353 0.362 0.366 0.365 0.352 0.363 

大西北 0.356 0.345 0.338 0.313 0.315 0.325 0.331 

黄河中游 0.336 0.313 0.331 0.328 0.304 0.329 0.323 

长江中游 0.339 0.304 0.338 0.313 0.316 0.330 0.322 

大西南 0.304 0.273 0.295 0.289 0.288 0.313 0.293 

均值 0.394 0.371 0.390 0.387 0.375 0.375 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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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平均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北地区、大西北、黄河中游、长

江中游、大西南。其中，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是大西南省份的 1.88倍，经济发展质量省份差异显著，这与西南地区经

济相对落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相对发达的现实情况相契合。同时，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三大沿海经济区经济相比其他省份

要发达，而经济相比落后的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大西南地区其经济发展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形成这一局面的可能原因在于

三大沿海经济发达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创新效率相对较高，开放程度也更高，形成了三大高质量发展经济区。 

3.2空间依赖性检验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空间依赖性是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一属性值、经济地理现象与相邻区域空间单元上同一属

性值、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空间数据可能存在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为检验这种空间依赖性，经常使用的是

Moran’sI(莫兰指数)统计量检验，它反映出空间滞后项与观测值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n 为省份数，Yi和 Yj表示中国省级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各地区的观测值；Wij表示采用邻接标

准或距离标准的二进制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反距离空间矩阵。 

依据随机试验或正态近似推导出的规制，Moran’sI 指数近似服从方差为 V(I)和期望值为 E(I)的正态分布，检验统计量为

标准化 Z值，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依赖关系可以利用式(6)来进行检验。 

 

式(7)中： Wi、Wj分布为空间矩阵 W中 i行和 j列中所有值加总。

Moran’sI 在[-1,1]范围内取值，大于 0，表明相似属性的空间单元全局集聚分布，反应目标区域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

集聚特征越显著；等于 0，表示空间分布呈随机特征分布，反应目标区域分布相互独立；小于 0，表示相异属性的空间单元全局

集聚分布，反应目标区域存在空间负相关。如果 Moran’sI 的 Z统计量通过 1%、5%或 10%置信水平的假设检验，则表示Moran’sI

是显著的，区域存在空间依赖性，即区域存在空间相关性。 

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以便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

溢效应。通过 GEODA软件对 2008—2017年中国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全局相关性检验，考察随机性假设条件下测度 Moran’sI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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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空间自相关统计显著性。表 3给出了所有变量的 Moran’sI检验值。 

表 3各变量各年份的 Moran’sI值(空间相邻矩阵) 

年份 EMI ER GOV WAT GRE HUM EDU 

2008 0.43***(4.245) 0.074(1.067) 0.269***(4.302) 0.024***(2.435) 0.406***(3.816) 0.619***(5.883) 0.198**(2.297) 

2009 0.446***(4.339) 0.131*(1.486) 0.325***(4.588) 0.044***(2.797) 0.475***(4.436) 0.618***(5.873) 0.221***(2.542) 

2010 0.408***(4.035) 0.204**(2.141) 0.35***(4.682) 0.031***(2.584) 0.475***(4.436) 0.618***(5.868) 0.2***(2.388) 

2011 0.423***(4.143) 0.223**(2.22) 0.307***(4.434) 0.031***(2.64) 0.475***(4.436) 0.618***(5.864) 0.161**(2.009) 

2012 0.511***(4.864) 0.198**(2.107) 0.311***(4.419) 0.042***(2.754) 0.475***(4.436) 0.618***(5.858) 0.204***(2.395) 

2013 0.491***(4.69) 0.257***(2.772) 0.315***(4.536) 0.025***(2.401) 0.475***(4.436) 0.617***(5.855) 0.216***(2.573) 

2014 0.481***(4.577) 0.198***(2.699) 0.302***(4.463) 0.031***(2.504) 0.475***(4.436) 0.618***(5.853) 0.214***(2.482) 

2015 0.517
***
(4.856) 0.020(0.48) 0.317

***
(4.587) 0.028

***
(2.463) 0.475

***
(4.436) 0.618

***
(5.853) 0.222

***
(2.659) 

2016 0.467***(4.435) 0.176*(1.554) 0.31***(4.667) 0.023**(2.324) 0.475***(4.436) 0.618***(5.856) 0.272***(3.111) 

2017 0.416***(4.024) 0.271***(2.846) 0.331***(4.692) 0.035***(2.687) 0.475***(4.436) 0.619***(5.861) 0.241***(2.765) 

 

如表 3 所示，经济发展质量(EMI)的 Moran’sI 值高度显著且大于 0，指数取值范围在[0.408,0.517]之间，且通过了 1%显

著水平检验，表明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即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非均衡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存在空间集聚效应，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不是随机的，而是呈现如下空间集聚模式：具有较高(低)经济发展质量

的省份趋向于与具有较高(低)经济发展质量的省份临近，表现出显著的“相似相近”特征。考察期内经济发展质量的 Moran’sI

值出现先上升后降低的波动特征，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现象，2012年，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质量总体水平，国务院制定《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2012 年纲要发布之前，经济

发展质量差异不大、空间集聚现象不显著，2012年，经济发展质量差异较大，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2012年以后逐渐盘整

上升，至 2015年 Moran’sI 值达到 0.517，且通过 1%显著水平检验。环境规制的Moran’sI值高度显著且大于 0，其中 2013年、

2014年和 2017年通过 1%显著水平检验，2010年、2011年和 2012年通过 5%显著水平检验，2009年和 2016年 2个年份通过 10%

显著水平检验，仅仅有 2008年和 2015年没有通过显著水平检验。考察期内环境规制的 Moran’sI 值呈现“上升→下降→上升”

的“N”型变化特征。2008年开始震荡上升，至 2013年 Moran’sI 值上升到 0.257，随后小幅下降后又掉头向上，2017年的 0.271，

通过 1%显著水平检验，也是考察期 Moran’sI 值的最大年份。 

3.3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 

Global Moran’sI可以较好地刻画全局整体空间特征，但不能清楚显示局部空间情况，据此，使用 ESDA局部分析方法进一

步描绘经济发展质量空间差异特征。这一方法的引入可以更进一步揭示局部以及每个空间检验个体的空间依赖性，其实质是将

Moran’sI 分解至各区域个体，对于某个空间检验个体的 I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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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i为第 i个省份的局部相关系数，Yi为第 i个省份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LISA的 Z检验判定为： 

 

莫兰散点图可以刻画出局域空间异质性，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低观测值或高观测值的空间集聚特征。莫兰散点图纵坐标

表示空间滞后向量 Wi的值，为某地区的相邻地区观测值的加权平均值，横坐标为变量 Y 的所有观测值，莫兰散点图可以被划分

为四个象限，四个象限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空间集聚类型，具体含义如表 4所示。 

表 4莫兰散点图各象限具体解释 

散点图象限 Moran’sI 类型 空间模式 含义 

第一象限 0 High-High 扩散效应 高观测值与高观测值邻近 

第二象限 0 Low-High 过渡区 低观测值与高观测值邻近 

第三象限 0 Low-Low 低速增长区 低观测值与低观测值邻近 

第四象限 0 High-Low 极化效应 高观测值与低观测值邻近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经济发展质量相邻地区间的关系，本文绘制了 2008年、2012年和 2016年、2017年相邻空间矩阵莫兰散

点图(图 1)。 

莫兰散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发展质量与相邻地区间的关系，31 个省份的局域莫兰散点图及其检验结果显示，某些省份

强烈拒绝空间不相关，散点图显示经济发展质量的数据点绝大部分聚集在第一、第三象限，意味着二者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

关系，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现象，说明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并不是完全随机分布的，而是表现显著

的非均质性，再一次证实研究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采用空间效应模型符合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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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年、2012年、2016年和 2017年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莫兰散点图 

3.4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空间模型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由于采用的是空间面板数据，需要通过 Hausman 检验来判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

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通过 Hausman 检验的 P 值结果为 Prob>chi2=0.0001，确定计量模型为固定效应。因此，基于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分析。为了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就空间杜宾模型 SDM、空间滞后模型 SLM及空间误差模型 SEM三种空间模型均进行模型估

计与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5、表 6所示。 

表 5三种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SDM) 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误差模型(SEM)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环境规制(ER) 0.0004 0.048 0.0006 0.072 0.0003 0.094 

政府规模(GOV) -0.0922 0.063 -0.0802 0.047 -0.1033 0.023 

人均水资源总量(WAT) 0.0065 0.031 0.0071 0.026 0.0064 0.003 

环境绿化(GRE) 0.0044 0.779 -0.0032 0.759 -0.0037 0.777 

人口密度(HUM) 0.0520 0.413 0.0523 0.263 0.0530 0.322 

人口素质(EDU) -0.1141 0.026 -0.0724 0.095 -0.1205 0.065 

W·环境规制(ER) 0.0002 0.041 
    

W·政府规模(GOV) -0.0030 0.073 
    

W·人均水资源总量(WAT) -0.0078 0.098 
    

W·环境绿化(GRE) -0.0144 0.542 
    

W·人口密度(HUM) -0.0372 0.059 
    

W·人口素质(EDU) 0.1297 0.023 
    

R2 0.2711 
 

0.2527 
 

0.2373 
 

log-likelihood 794.5481 
 

796.9315 
 

797.2278 
 

 

表 6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估计值 P值 

Wald spatial lag test 7.13 0.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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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spatial lag test 9.65 0.14 

Wald spatial error test 9.9 0.0291 

LR spatial error test 12.40 0.0536 

Hausman test statist 28.31 0.0001 

 

从表 5来看，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R2分别为 0.2711、0.2527和 0.2373。其中，环境规制对经济发

展质量影响的空间滞后模型的拟合度相对优于空间误差模型，但空间杜宾模型的拟合度最理想，三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

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显著。log-likelihood中，空间杜宾模型的绝对值最小，也表现为优于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

从 Wald检验和 LRA检验来看，分别拒绝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所以最终可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解释环境规制

对经济发展质的空间外溢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不为零，LeSage and Pace
[19]
指出，

当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不为零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系数解释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系统性偏差。因此，研究将空

间计量模型采用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三个方面解释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本地和邻地效应更加准确。继而对空间杜宾模型分解估计结果见表 7。 

表 7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环境规制(ER) 0.0010 0.078 0.0004 0.019 0.0014 0.016 

政府规模(GOV) -0.1041 0.008 -0.0939 0.053 -0.1980 0.112 

人均水资源总量(WAT) 0.0058 0.407 -0.0114 0.659 -0.0056 0.848 

环境绿化(GRE) 0.0042 0.792 -0.0196 0.566 -0.0154 0.627 

人口密度(HUM) 0.0419 0.031 0.0046 0.082 0.0466 0.004 

人口素质(EDU) -0.1005 0.053 0.1327 0.417 0.0322 0.054 

 

观察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中的直接效应不难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即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 1%，

本地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0.1%。究其原因是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部分弥补甚至超过企业的遵循

成本，一方面改善了环境，另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的局面。 

环境规制对邻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影响程度较小，即环境规制每提高 1%，会间接导致其他地区的经济

发展质量提高 0.04%。可能由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秉承低碳经济理念，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新兴产业上，这些产业具有绿

色环保的特点。一方面将高能耗和高碳强度的产业群逐渐向重工业集聚的东北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大西北内陆地区转移，导致

地区出现污染倾销和转嫁现象，也就是“污染天堂假说”，对邻区绿色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种产业转移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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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进邻区的创新发展。但整体而言，环境规制还会促进邻地提升经济发展战略，形成这种邻近区域互相促进的原因，一方面

可能来源于本地的环境质量会受邻区环境规制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本地的人才、资源流动等也会形成区域集聚或区域间流动。 

空间总效应也显示环境规制正向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且影响显著，并通过 5%显著水平检验，即环境规制每提高一个

单位，经济发展质量整体提高 0.14个单位。以往学者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效应和对开放、创新等的影响，“波特假说”认为，

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会造成

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并对“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经济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开放

发展等也备受学者关注，研究结论也众说不一。然而，经济发展是系统工程，经济系统是由若干经济元素组成的整体，各经济

元素相互依存、彼此协调，在一定的环境下协同完成一系列经济发展目标。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包括生产系统、交换和

流通系统、分配系统、消费系统等子系统，劳动者、企业、地区以及单项的经济活动等，也是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发展小系

统。环境规制强度适配于单一维度，但对经济发展质量整体的影响又如何呢?本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环境规制可能会促进协调

发展，又或抑制创新发展、抑制开放发展等，但对经济发展质量总体提升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所以政府在制定相应环境

规制政策时不能只考虑一方面的得与失，要更多考虑整体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此外，政府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总效应为负，庆幸的是影响并不显著，未通过 10%显著水平检验。表明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

效引导经济高质量提升，其中直接效应为-0.1041，间接效应为-0.0939，区域政府的干预程度对经济发展战略的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相当。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主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没能精准掌控企业发展质量激励的转变条件。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

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总效应也表现为负相关，说明区域水资源丰沛并不能有效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这一结论也印证了“资源诅咒”的说法，庆幸的是水资源总量和绿地面积占比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

响并不显著，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均未通过 10%显著水平检验。 

区域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质量正相关，总效应估计系数为 0.0466，区域人口密度提高 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4.66

个百分点，这说明一方面区域人口密度增加，交通、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会影响区域经济绿色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会给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劳动力、人才资源，同时也会促进消费能力提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人口密度对本地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远大于对邻地的影响，对本地的影响系数是 0.0419，对邻地的影响系数是 0.0046，人口密度每提高一

个百分点，本地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4.19个百分点，这也符合现实状况。 

人口素质采用区域每十万人口中高等院校在校人数来衡量，人口素质的提高总体与经济发展质量正相关，人口素质整体提

高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且影响显著，通过 10%显著水平检验。但人口素质的提高对本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却没有起到有

效的促进作用，人口素质与本地经济发展质量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005，且影响显著，通过 10%显著水平检验，这不同于人

们通常的看法，通常认为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创新发展，但这忽略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费和要求也就越

高，同时人口素质越高人才流动性也就越大，这些因素很可能就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从而影响本地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邻地效应与本地效应不同，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邻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但影响

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邻地人口素质提高，受市场竞争等影响，人才可能会流动到本地，同时，邻地人口素质的提高也会带

动本地的消费和本地人才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本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4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作为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和热点议题之一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波特假说”和“遵循成本说”的争议，对创新

发展的影响形成“创新补偿说”和“生产成本提高说”两大派系，对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影响也众说不一。然而

经济系统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发展质量是要整体把握的，不可顾此失彼。那么，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如何呢?环境规制

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呢?本文给出了如下现实回答：(1)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尚存在较大改善空间。经济发展

质量整体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小幅震荡态势，八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区域异质性显著。(2)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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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其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

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3)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表现为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

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提升，区域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人均水资源

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当前，中国面临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生态保护双重压力，环境规制毋庸置疑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破除这一瓶颈的有力工具。

政府环境规制可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制定和实施规制政策时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虽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

发展质量还在较低水平上，要切实转变先发展再治理的“竭泽而渔”发展思想。第二，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

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质量的非均质性和空间集聚现象，政府要充分认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协调好不同省

份和八大经济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环境规制政策。第三，政府干预过多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干预要因地制宜，针对

不同区域地方经济发展进程的异质性，实施相匹配的政府干预强度来引导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

扶持等加大公共资源要素投入，改善区域人居环境和营商环境，继续提高区域人口集聚水平，并提高人口的质量意识和质量水

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经济发展质量区域化差异给予一定的现实回答，为当前治理环境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决策参考，同时也为政府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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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东北综合经济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上海、

江苏和浙江；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和海南；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和内蒙古；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广西；大西北经济综合区：甘肃、青海、宁夏和新

疆。 


